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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具有丰富的声景观资源。 由于声景观及声学方法

具有信息量大，成本低，低侵入的特点，因此其研究和应用对生态系统健康及监测具有较高价值。 声景观研究通过总结生物声

的活动或多样性来衡量生物多样性。 记录了北京 ２０ 个城市公园的春季声景观，使用定量方法描述了声景观特征与变化；测试

三种了已被证明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并被广泛使用的声学指数（ＢＩＯ、ＡＤＩ、ＮＤＳＩ）与植被群落关系，完成了城市环境中声景观与环

境关系的初步探究。 研究结果表明：（１）声学指数能够有效表征城市公园声景观信息，具有显著的时间动态特性，能准确反映

鸟类黎明合唱等重要生物生态活动；（２）声学强度指数也具有显著的时间动态变化和沿频率梯度的变化，不同的频率区间反映

了不同声学群落的活动信息；（３）植被结构尤其是垂直结构对声景观起着重要作用，垂直异质性越大，声学多样性越高。 发现

支持声景观作为公园植被状况的度量，强调了其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监测方法，用于城市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

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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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ｎａｂ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正如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声景观，尤
其是生物声景观，早在古代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在古典园林中，“声音”成为了人们营造意境的重要手段。
无锡寄畅园的八音涧是古人营造声景观，表现自然幽谷溪涧声音之美的典型。 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景观

的要求都不止局限在视觉上，优美的声景观能带给人更丰富而立体的体验［１］。
“声景观”———来自景观中所有声音的集合———这一术语在 １９６９ 年首次被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ｈ 在城市规划领域文

献中使用［２⁃３］。 声景观不是恒定的，其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异质的。 这种变化在每个生态系统（自然和城市）
中都很普遍，可以通过特定的声学特征来定义和表征［４］。 “声景生态学”这一研究领域及其理论框架于 ２０１１
年由 Ｂｒｙａｎ Ｃ． Ｐｉｊａｎｏｗｓｋｉ 等正式提出［７］，该领域强调声音的生态特性及其时空模式［３］。 声景生态学研究通过

记录和量化声音信息为解析区域景观和生态特征、长期监测动物群落动态、评估环境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生态

完整性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５］。
将声学数据从时域转换为频域（如通过傅里叶变换），提供了研究景观中有机体信号流动的新思路。 声

学指标可以作为跨时空尺度的生态系统功能的表征，能够客观地描述或评估声景观总体的表现和特征［８］，作
为表征生态系统功能的度量，其比传统的物理调查具有更小的侵入性和更高的准确度［６］。 Ｂｏｅｌｍａｎ 等开发的

生物声学指数（ＢＩＯ），是录音中频谱振幅和频带数目的函数［９］，该指数被证明与夏威夷森林中的鸟类数量密

切相关［１０⁃１１］。 声学多样性指数（ＡＤＩ） ［１２］计算每个 １ ｋＨｚ 频带信号功率占用的香农多样性指数。 能够有效反

映声学活动总体差异，例如黎明合唱和夜间活动之间或不同生境之间的区别［１３］；归一化声景指数（ＮＤＳＩ） ［１４］

已被证明可以反映景观中的季节性和昼夜变化，能够描述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１４］，也被证明与生境中

鸟类的存在有关［１５］。
由于声景生态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存在许多研究空白，对这些部份的研究将使声景技术在长期而有

效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城市或绿地声景观规划与管理方面从理论变成实际的应用。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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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景观转换为城市景观，在人类主导的系统中保持生态完整性将是一项至关重

要的管理挑战。 因此，了解声景观时空动态及其在城市地区中应用于声景观监测的潜力至关重要［１６］。
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声景观研究在自然保护区或森林中进行，很少有研究描述高度城市化地区城市公园

的声景观特征。 此外，在城市尺度声景观的研究对植物特征的提取常常停留在景观类型［１６⁃１７］、归一化植被指

数［１７］或植被盖度［１８］等较宏观的水平分布特征。 而生境是生物活动的直接环境，乔木群落的垂直异质性与分

层结构的复杂性能够极大的增加生物的栖息空间［１９］，目前仍缺乏对于植被结构的标准量化方法，这可能会影

响对于植物环境与生物声景观关系的研究。 因此，在本研究中，记录并描述了北京五环内二十个城市公园的

声景观特征。 此外，为了确定植被群落结构对生物声景观的影响，将植被因子降维后用于植被结构类型的划

分，解析植被结构与生物声景观的关系。 这些生态声学指数随后可服务于城市规划者、社区决策者与开发商，
以实现科学管理绿地声环境及监测声景观变化。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选择

北京（１１５°２４′—１１７°３０′Ｅ，３９°３８′—４１°０５′Ｎ）是中国的首都和世界第二大城市。 平均海拔 ４３．５ｍ。 在城

市发展过程中，北京城区形成典型的同心环结构，城市化梯度随着环数增加而逐渐减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北
京市常住人口达到 ２１７０．５ 万人［２０］，人口密度随着环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五环（城区）内的绿化面积占城

市总面积的 ３２．８％。 城市公园是北京最重要的绿地。 这些公园营建主要面向市民使用，同时兼具城市生态系

统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改善的作用。 因此，有必要研究城市公园不同植被结构下生物声景观特征及城市绿化规

划与管护策略。 北京五环内，沿北⁃南、西北⁃东南、西⁃东、西南⁃东北截面，根据北京市环状分布格局从 ２ 环到 ５
环（位于五环外沿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除外），选择 ２０ 个公园（图 １），面积从 ２ ｈｍ２到 ２００ ｈｍ２不等。 此

后，基于公园面积聚类结果，在各公园内选择 １—５ 个固定样点，共计 ６０ 个。 各样点所处的坡向、海拔高度相

似，以便于后续比较分析。 由于空间具有自相关性，选择的公园至少间隔 １ｋｍ。
１．２　 声音数据采样方法

每处样点放置 １ 台声音采集器（Ｚｏｏｍ Ｈ５，Ｚｏｏｍ Ｉｎｃ．，千代田区，东京，日本，Ｓｙｓｔｅｍ ２．４０），于 ４ 月选择晴朗

无风的 ４ｄ 进行 ２４ｈ 连续监测（４ 月 １０ 日—４ 月 １４ 日），且所有样地测定均确保同步进行。
声音采集器（Ｚｏｏｍ Ｈ５），采样率为 ４４１００Ｈｚ，采样位为 １６ｂｉｔ，立体声采样，音频格式为 ＷＡＶ。 同时设置高

通滤波器为 ２２０Ｈｚ，可消除部分电流杂音。 Ｚｏｏｍ Ｈ５ 是一款商用数字录音设备，带有两个内置单向电容麦克

风，具有良好的声音可靠性，并已成功用于其他声景生态学研究［１３， １５， １８， ２１］。 声音采集器应放置在群落中心位

置，选择长势良好的乔木，固定在距地面 ２ｍ 位置。 收音结束后，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对声音样本进行系统随机抽样，
每隔 １５ｍｉｎ 采集 １ｍｉｎ［２２］，共得到 ３４５６００ 段 １ｍｉｎ 音频文件。

１．３　 样地植被调查

以采样点为中心，设置 ２０ｍ×２０ｍ 植被调查样地。 植被结构调查分为 ２ 个垂直层次：（１）所有高于 １．５ｍ
木本植物种类、胸径（ｃｍ）、高度（ｍ）、树冠高（ｍ）等［２１］；（２）灌丛和地被层种类和数量。 此外，测量并计算了

样地内叶高多样性（Ｆｏｌｉ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ＨＤ） ［２３⁃２４］。 为了避免主观估计误差，群落植被调查全部由 ２ 名

调查员共同完成。 根据 Ｗｕｎｄｅｒｌｅ 的研究，叶高多样性（ＦＨＤ）在每一个样点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隔 ４ｍ
确定一点测量，每个方向 ３ 个测量点，每个样点共 １２ 个测量点。 在各测量点记录各高度水平空间（距离地面

高度）是否有植物叶片，包括＜０．５，０．６—１．０，１．１—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６．０，６．１—８．０，８．１—１０．０ 和＞１０ｍ。 最后，
利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计算得到 ＦＨＤ［２５］。 其他计算的植被垂直变量还包含树高变异指数（ＴＣＶ）、乔木平

均高度（ＴＡＨ）、平均树冠高（ＣＡＨ）。 植被结构的水平方向变量包括：乔木层盖度（ＴＣ）、乔木层 α 多样性

（ＴＤ）、灌木和地被层盖度（ＳＧＣ）及 α 多样性（Ｓ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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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 环内 ２０ 个城市公园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ｉｎｓｉｄｅ ５ｔｈ ｒｉｎｇ ｒｏａｄ

灰色圆点为 ２０ 个城市公园：ＡＳ：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ＹＤ：玉东公园；ＨＤ：海淀公园；ＢＪ：北极寺公园；ＳＤ：四得公园；ＬＹ：柳荫公园；ＸＬ：

兴隆公园；ＲＴ：日坛公园；ＺＳ：中山公园；ＹＴ：月坛公园；ＬＬ：玲珑公园；ＬＳ：老山城市公园；ＸＷ：宣武艺园；ＬＰ：蔺圃园；ＴＴ：天坛公园；ＦＹ：丰益

公园；ＫＤ：看丹公园；ＦＨ：福海公园；ＬＪ：老君堂公园；ＢＨ：碧海公园

１．４　 数据分析

１．４．１　 声景观分析

　 　 声景观中的不同实体如鸟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风和机械等产生不同频率的声音。 生态系统中声音主

要包括三种： 生物声 （ Ｂｉｏｐｏｎｙ）———有机体发出的生物声音， 通常为中高频率 （ ２—１１ｋＨｚ）； 人工声

（Ａｎｙｈｒｏｐｈｏｎｙ）———人类或人造物体产生的声音，通常频率较低（１—２ｋＨｚ）；地球物理声（Ｇｅｏｐｈｏｎｙ）———自然

过程（如风和雨）产生的声音，可能超越整个声谱（１—１１ ｋＨｚ） ［３， ７， ２６］。
声景观分析使用 Ｒ 统计计算环境。 通过 ｓｏｕ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包中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ｕｎｄｓ”功能，在 ２—１１，０２５ＨＺ 区

间内计算和可视化了共 ２３０４０ 条声音样本。 已排除 ０—１ ｋＨｚ 中的数据，其很大程度上来自风［２７］。
（１）声学指数计算

本研究中使用了声景观研究中被广泛认可的 ３ 个声学指数：声学多样性指数（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ＤＩ） ［１３］、生物声学指数（Ｂｉ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ＢＩＯ） ［９］、归一化声景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ＳＩ）。 ＡＤＩ 将声谱划分为多个频带，并计算每个频带中超过－ ５０ｄｂ 的声音所占比例。 ＢＩＯ 计算各频段曲线

下与分贝值相关的面积，即与声级和鸟类所使用的频带数目相关的函数。 ＮＤＳＩ 通过计算人工声与生物声的

比率衡量生境人为干扰程度［１４］，公式为：

ＮＤＳＩ＝ｂｉｏｐｈｏｎ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ｈｏｎｙ
ｂｉｏｐｈｏｎ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ｈ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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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生物声被定义为 ２—１１ ｋＨｚ 的频率范围，人工声则被定义为属于 １—２ｋＨｚ 范围。 ＮＤＳＩ 的低值表明

人工声优势，高值则表示生物声优势。 研究针对每个样点的声音数据进行整理，分别对各样点声学指数的日

变化进行可视化。 黎明合唱是鸟类歌唱活动的高峰，被定义为从日出前 ２ｈ 开始到此后 ２ｈ 结束的时期 ［１８］。
（２）声强度计算

基于 Ｒ 自动计算的功率谱密度（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ＳＤ）。 所有的音频文件被划分为 １０ 个 １ ｋＨｚ 频
率区间后计算⁃ ５０ｄｂｆｓ 以上声音的归一化功率谱密度。 计算每个频率间隔的 ＰＳＤ 值，可定量的描述其相对贡

献，反映声事件的功率随时间和频率的变化［２８］。
１．４．２　 样地植被类型划分

为了识别和解释仅城市公园（ｎ＝ ６０）样地中声景观与植被的关系，创建了声学指数与植被因子的斯皮尔

曼（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矩阵，并指导后续分析。
为了进一步解释样地植被对声景观影响，选择相关性分析中统计学显著的因子进行进一步分析：对样地

的 ６ 个植被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和最大方差法归一化旋转以方便解释。 ＰＣＡ 将 ６ 个变量转换为三个

主要成分（前三轴（Ｄｉｍ１—Ｄｉｍ３）解释了总方差的 ７０％以上）。 确定了三个轴中绝对负载值＞ ０．５ 的植被变量．
为了进一步划分植被结构类型，通过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对 Ｄｉｍ１—Ｄｉｍ３ 进行聚类分析。 通过计算不同样

本间植物信息的欧式距离来判断个案间的相近关系，依据解释变量方差的积累值的阈值（“手肘法”，Ｅｌｂ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进行 ｋ 值的选择。 使用 Ｖ 值，即簇内距与簇间距的比值作为聚类结果的评价标准，通过比较不同 ｋ 值

对于 Ｖ 值的影响，选择最佳 Ｋ 值。 据此，将采样点进行聚簇，并按聚类分布图统计出所有样地植被类别。 使

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Ｋ⁃Ｗ 检验）与多重比较，分析各样地类型中声景观的特征与差异。 本节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３．９．０ 平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城市公园声景观日动态

图 ２　 归一化声学指数（ＮＤＳＩ、ＢＩＯ、ＡＤＩ）的日变化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ＮＤＳＩ， ＢＩＯ，

ＡＤＩ）

２．１．１　 城市公园声学指数日变化特征

在声景观音频录制期间，绘制每天 ２４ｈ 内 ＮＤＳＩ、
ＢＩＯ、ＡＤＩ 指数的变化图（图 ２）。 为方便比较，指数已进

行归一化处理。 总体来说，三种声学指数的日变化模式

呈现相似的模式，揭示了与之相对应的生态过程［７， ２９］。
具体变化过程来看，ＮＤＳＩ 和 ＡＤＩ 变化趋势都呈现单峰

型，ＢＩＯ 则呈现多峰分布。 所有声学指数在黎明鸟类合

唱时上升，在 ５：００—６：００ 达到最高峰，之后逐步下降，
直到鸟类傍晚合唱时再次略微上升。 其中 ＡＤＩ 逐步下

降，直到第二日清晨的黎明合唱前至最低值，此后迅速

上升。 ＮＤＳＩ 则于傍晚 ７：００ 左右降至最低点，此后波动

上升，在黎明合唱前出现短暂的小幅下降，此后继续上

升至峰值。
所有声学指数都能准确反映出黎明合唱———在温

带国家，这一春季最明显的鸟类保卫繁殖区域、试图吸

引伴侣或召集同伴的生态活动。 正如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评价植被健康一样，ＮＤＳＩ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生

物声和人为干扰，因此被用来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状况［１８］。 ＮＤＳＩ 显示了北京城市公园内人类活动在傍晚

２０：００达到一天中的高峰，这反映了北京公园人类活动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其他关于城市公园公众行为研

究［３０］。 夜间较高的 ＮＤＳＩ 反映了该指数对夜间生物活动敏感，例如直翅目昆虫等［３１］。 黎明前 ＮＤＳＩ 的小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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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可能代表了从夜间声学信号向白天不同信号种类的过渡。 综合来看，ＮＤＳＩ 的日变化模式为声学生态位假

说提供了支持［３２］：两栖动物和昆虫倾向于在夜间发信号以规避鸟类及掠食者，因为声学生态位是动物争夺声

音维度空间的有限资源［１５］。
ＢＩＯ 在黎明合唱后小幅下降后仍保持较高数值，直到正午。 这可能与人群在城市公园内的活动相关。 这

点验证了［３３］在英国城市地区的研究结果。 ＢＩＯ 基于频谱幅度的变化来计算的，反映了景观中声音的强度。
ＢＩＯ 被证明与鸟类发声次数［３４］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相关［９］。 但当直接在城市地区应用 ＢＩＯ 时，其结果可能被

人声干扰。 因此，本文在进行后期分析时，只采用未受到人声干扰的黎明期间数据。 ＡＤＩ 测量声谱熵多样

性［１３］，与鸟类多样性和物种活动有关［３５］。 ＢＩＯ 和 ＡＤＩ 在 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的小幅上升，反映了北京城市公园内

鸟类群落的傍晚合唱，而二者较低的夜间值表明其对北京城市公园的夜间生物声不够敏感。
总体而言，北京城市公园生物声的日变化显著，由鸟类鸣声主导，具有明显的黎明合唱特征。

图 ３　 共 １０ 个频率区间内声功率谱密度日变化

Ｆｉｇ．３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１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图中虚线标注了每个频率区间一天中的强度峰值及其所对应的时间节点

２．１．２　 城市公园声景观强度特征

将 ＰＳＤ 在 ２４ｈ 内的变化情况进行汇总，可视化沿频率区间的声强（图 ３）。 最低频率功率值（１—２ ｋＨｚ）
在日出后波动上升，在晚上 ８ 时达到峰值，并在黎明前保持稳定，然后在日出前下降到最低点。 与 １—２ ｋＨｚ
相比，２—１１ ｋＨｚ（生物声）的 ＰＳＤ 日变化呈现相反模式。 ２—３ ｋＨｚ 的声景强度峰值出现在凌晨 ５—６ 时，这段

时间正好是日出时间。 之后急剧下降，然后随着波动缓慢下降，直到第二天黎明。 ３—４ ｋＨｚ 除在傍晚有相对

更明显的波动上升外，与 ２—３ ｋＨｚ 具有非常相似的模式。 ４—５ ｋＨｚ 则重点突出了鸟类的傍晚合唱。 这可能

反映了春季雌性到达繁殖地时，雄性开始减少黎明合唱，而在黄昏合唱期间具有更明显的歌声。 该部分声音

变化特征可能反映了雄性鸟类生殖期鸣声规律变化［３６］。 总体来看，２—５ ｋＨｚ 变化规律符合鸟类活动。 ５—１１
ｋＨｚ 区间具有相似的模式：在夜间持续波动上升，直到黎明前（凌晨 ４ 时）达到最高值，在日出后急剧下降，然
后在 ６—７ 时之间保持相对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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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城市公园声学生态位特征

基于 ＡＮＨ 假设，声景观内不同频率的声强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声学群落的信息。 因此，为了进一步揭示

不同类型声音的变化，反映声音生态位，本研究可视化了 １—２ ｋＨｚ，２—５ ｋＨｚ， ５—１１ ｋＨｚ 频率区间在一天中

占全部声景观的比例，以及其中声学生态位的变化（图 ４）。 最低频率功率值（１—２ ｋＨｚ）在一天中一直占据最

大比重，最高达到 ９０％以上，表明大部分时间人工声主导了城市公园声景观，主要包括车辆噪音、交谈声、广
场舞等。 此外，本研究发现声学生态位存在重合现象。 在 １—２ ｋＨｚ 发现了黑斑侧褶蛙 （ Ｐｅｌｏｐｈｙｌａｘ
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和长耳鸮 （Ａｓｉｏ ｏｔｕｓ）在夜间出现，但最低频区间的主要音源仍是人工声。

生物声中 ２—５ ｋＨｚ 的鸟类鸣声占据了主导地位。 鸟类的听觉敏感频率在 １—４ ｋＨｚ［３７］，而城市鸟类最主

要的鸣声频率在 ２． ３ 和 ２． ４ ｋＨｚ 之间［３８］，例如北京最常见的鸟类喜鹊 （Ｐｉｃａ ｐｉｃａ） 和四声杜鹃 （Ｃｕｃｕ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他们的合唱为黎明前后生物声在一天中的最高占比贡献了主要力量。 而 ４—５ ｋＨｚ 的傍晚合唱

由于此时也处于高强度的人工声，其在整体声景观中未能得到明显表现。 ５—１１ ｋＨｚ 所贡献的绝对声音虽然

能量非常低，但他们仍能共同反映了在夜间主导声景观的昆虫的鸣声规律［１８］，例如声音最响亮的蟋蟀

（Ｇｒｙｌｌｏｉｄｅａ）、螽斯（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等。 昆虫发出的声音比鸟类的声音频率高，也出现不同的峰值时间段，说明

在城市背景下各自占有不同的声学生态位（图 ４）。

图 ４　 北京城市公园声强（ｗａｔｔｓ ／ ｋＨｚ）相对比例及其生态位日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ｔｔｓ ／ ｋＨｚ） 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ｎｉｃｈ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２．２　 样地植被特征对声景观的影响

样地植被特征因子与声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植被与声景特征之间的显著关系（表 １）。 在植被结

构复杂的样地中，ＮＤＳＩ 较高，这些植物群落具有复杂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乔木层或灌草层，都具有较高的覆盖

度。 ＢＩＯ 则在具有高大乔木以及更高乔木树冠的样地中更高。 相似地，在具有高大乔木的植被类型中，声学

多样性（ＡＤＩ）也更高。 这反映了城市生境中大树对声学群落的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 大树能够提供更多的

结构复杂性［３９⁃４０］，包括较大的树冠，枯死的树枝和空洞，这些小树所不能具有的结构能够为无脊椎动物、爬行

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提供重要的食物和生境资源［４１］。 但灌草层的植物多样性则对 ＡＤＩ 具有一定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有较多灌草多样性的地块往往种植草坪，具有很高的人为管护强度，包括随季节更替地被，高频

率的修剪、除草、农药的使用。 这些人为干扰影响城市野生动物活动，尤其是地面筑巢物种，因此其声学多样

性也相应地减少。
２．３　 植被与声景观的关系

２．３．１　 植被类型组成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选择对声学指数具有影响的六个样地植被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虽然变量 ＴＣ 也在

统计学上显著，但由于其相关系数过小，因此予以剔除）。 ＰＣＡ 将六个变量转换为三个主要成分（其解释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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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 ７０％以上）。 确定了三个 ＰＣ 中绝对负载值＞ ０．５ 的植被变量（表 ２）。

表 １　 声学指数和样地植被变量的斯皮尔曼秩相关矩阵（ｎ＝ ６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ｒｈ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ｎ＝ ６０）

ＴＤ ＴＣ ＳＧＤ ＳＧＣ ＦＨＤ ＴＣＶ ＴＡＨ ＣＡＨ

ＮＤＳＩ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１９

ＡＤＩ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３７∗∗ ０．２１

ＢＩＯ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２４

　 　 ∗∗ Ｐ ＜０．０１； ∗Ｐ＜０．０５

表 ２　 样地植被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主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ｉｍ１ Ｄｉｍ２ Ｄｉｍ３

灌木和地被层多样性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ＧＤ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８１∗

灌木和地被层盖度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ＳＧＣ ０．０７ ０．５２∗ －０．３６

叶高多样性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ＨＤ ０．１４ ０．５７∗ ０．２６

树高变异指数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ＣＶ ０．２７ ０．５６∗ ０．１５

乔木平均高度 Ｔｒｅ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ＡＨ ０．６８∗ －０．１７ －０．０３

平均树冠高 Ｃｒｏｗ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ＣＡＨ ０．６３∗ －０．２０ －０．３４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１．３３６０ １．２４７２ １．０２７８

累计方差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０．２９７５ ０．５５６７ ０．７３２８

　 　 ∗表示该植被变量占该主成分的载荷量绝对值≥０．５

变量 ＴＡＨ 和 ＣＡＨ 控制第一轴（Ｄｉｍ １，绝对载荷＞０．６，表 １），并且它们的组合得到相关性的支持（ ｒ ＝
０．７３， Ｐ＜０．００１）。 因此，Ｄｉｍ １ 主要区分了样地植被中乔木层高度。 变量 ＳＧＣ、ＦＨＤ 和 ＴＣＶ 区分了第二轴

（Ｄｉｍ ２，绝对载荷＞０．５）。 ＴＣＶ 主要定义了样地中乔木层的垂直复杂度，ＳＧＣ 衡量灌木和地被层，ＦＨＤ 则综合

衡量了样地乔灌草层的垂直结构。 因此本研究确定了 Ｄｉｍ ２ 主要与样地的垂直复杂度相关。 Ｄｉｍ ３ 反应了

灌草层多样性信息。
进一步，依据 ＰＣＡ 结果，通过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对植物群落进行划分。 聚类最佳 ｋ 值为 ３，即 ６０ 个样地被划

分为 ３ 种具有植被结构特点的植被类型，样地聚簇结果如图 ５。 划分的 ４ 种样地植被类型分别为：灌草层发

达型（ＳＧ 型，ｎ＝ ３０）、垂直结构发达型（Ｖ 型，ｎ＝ ２２）、高大乔木型（Ｔ 型， ｎ＝ ８）。
２．３．２　 不同样地植被类型中声景观特征

所有样地植被类型中，黎明时段的声学指数都显著高于全日值（图 ６），反映了鸟类黎明合唱（ ｄａｗｎ
ｃｈｏｒｕｓ）充满活力，声音更大，频率更高的特点。 对声学指数进行非参数独立样本克鲁斯卡尔．沃利斯（Ｋ⁃Ｗ）
检验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 ９５％置信区间内，ＢＩＯ 和 ＮＤＳＩ 在三种样地植被类型中具有显著差异（ＢＩＯ： χ２ ＝
１４．８， Ｐ＜０．００１； ＡＤＩ： χ２ ＝ ２０．７， Ｐ＜０．００１）。 ＮＤＳＩ 在黎明合唱期间数值受到样地植被垂直结构变化的最大影

响。 ＮＤＳＩ 在具有发达植被垂直结构的 Ｖ 型样地植被类型中最高，而在具有高大乔木，疏林草地的 Ｔ 型样地植

被类型中最低。 与 ＮＤＳＩ 不同，ＢＩＯ 则在 Ｔ 型中最高，在灌草层发达但乔木层低矮的 ＳＧ 型中最低。 ＡＤＩ 则在

不同植被类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 结果表明不同结构的植被，可能导致不同的生物群落，同时形成种类丰富

的声景观。

３　 讨论

本研究量化（图 ２、３）并可视化（图 ３）了北京二十个城市公园内 ６０ 个样地的声景观特征与动态，可以将

其视为北京城市公园声景观研究的基线记录。 随着声音数据被量化为声景观模式并通过这些声指数的可视

化，可以更好地总结出一种有效的方法，以跟踪和评估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并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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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样地在 ＰＣＡ 排序轴（Ｄｉｍ１—３）上的 ２ 维和 ３ 维展开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２⁃Ｄ ａｎｄ ３⁃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ＰＣＡ

图中三种颜色代表聚类分析结果：黄色为 ＳＧ 型、绿色为 Ｖ 型、紫色为 Ｔ 型

声景观在生态过程中的作用［７］。
本研究对 １—１１ｋＨｚ 所有频率段在 ２４ｈ 的变化模式的可视化能够反应包括鸟类、昆虫等声学群落的活动

与相关的生态过程，其中几乎所有频率段都强调了非常清晰的黎明合唱，其具有一天中最高的功率，这与以前

的研究非常一致［１５， １７， ２１， ４２］。 此外，每个频率段不同的模式为声学生态位假说提供了支持。 这是声学群落分

配声音资源的结果［１２］。 研究表明，动物可以调节其呼叫频率以适应嘈杂和复杂的声学环境，从而减少噪声

干扰。
长期以来，植被结构在鸟类组合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４３］。 大多数关于声景观的研究都在自然保护区

或森林中进行研究，这是首个探讨北京城市地区声景观与植被关系的定量研究。 研究结果证明了在城市环境

中，植被结构同样对声景观具有重要作用，这与前人的发现一致［１５， ２８， ４４］。 此外，相比于水平特征，植被垂直结

构对声景观具有更明显的影响。 当垂直异质性越强，冠层高度不均匀或植被多层时，生物声强度以及声学多

样性也越强。 除了为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更丰富的栖息地和食物资源，公园中复杂的垂直植物空间也可

能因为限制公众进入，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躲避人类活动的避难所。 ＮＤＳＩ 是衡量生物声景观和人类干扰强

度的综合指标，其在 Ｖ 型植被类型中的显著升高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更开放的植被环境中较低 ＮＤＳＩ，也反映

了人们对公园中散布着高大树木的开放景观的偏好［４５］。 大树是城市公园的关键结构［３９］。 随着大树数量的

增加，它们对声学群落的积极影响也增加了。 Ｃｈｉｔｒａ 等人提出与其他植被结构相比，乔木是影响公园整体声

景观的最重要变量［４６］。 大树能为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提供更更富的食物和微生境资源，比如更多的花朵、
花粉，花蜜，种子等［３９， ４０］。 根据统计结果，高大树木 Ｔ 型植被类型在所有公园中最少，反映了北京城市公园中

大树的损失。 而城市环境中大树的损失可能产生深远的生态后果，是生态可持续性的巨大威胁［４７］。
因此，在城市公园建设中，保留原生植被群落以及“近自然”的植物规划理念是可取的。 然而，当前大部

分公园的植物规划仍以“审美”为主要目的。 本研究表明，设计公园时，植物的选择以及丰富的植被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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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声学指数在不同样地植被类型间的差异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对于维持城市野生动物群落至关重要。 由于乔木是最重要的植被结构之一［３９， ４８］，因此其树种、规格的选择，
以及食源性树种的合理种植至关重要。

北京的深度绿化工程，例如“百万亩平原造林”为候鸟提供了更多的栖息地，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森

林管理策略，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收益预期则会大大降低［４９］。 因此，除了不断推进绿化工程，本文建议重视城

市森林的有效管理。
高强度的管护和随季节更替地被植物在城市公园中很常见，以这种方式创造的优美景观确实可以吸引游

客并达到增加绿色娱乐价值的效果［５０］。 此外，北京城市公园常使用农药控制昆虫爆发，这将严重影响城市野

生动物，尤其是鸟类的繁殖［５１］。 地被层也是鸟类食物来源地之一［５２］，建议在保留供游客休憩草坪区域的基

础上，在公园的部份区域减少人为管护强度，允许地被长高、缓扫落叶、有机地表覆盖的使用［５３］，将有利于例

如，地面巢鸟类如普通燕鸥，或地面捕食鸟类，如家麻雀（Ｐａｓｓ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等鸟类筑巢与觅食［５４］。 此外，这些

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除鸟类外的其他生物，例如蝴蝶或昆虫的生境质量［４９］。 这些举措具有促进城市

生物多样性的潜力，但是需要系统的监测和评估，以确保实现积极的效果。 本研究为利用声学指数作为植被

状况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替代方法提供了证据，显示了声景观方法作为评估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快速工

具的潜力。

４　 结论

对城市绿化的监控不足，无法满足其对生物多样性供应和生态系统支持的关键作用。 在北京没有声景观

历史数据的情况下，本文首次对城市公园声景观数据进行系统地收集与统计，分析了春季声景观的时间动态

变化与跨频率区间变化特征，结果反映了不同声学群落的存在与活动，验证了声学生态位假说。 本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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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基准，进一步与物种数据结合。 相关和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结构的植被，导致不同的生物群落，同时形

成种类丰富的声景观；其中，植物群落的垂直结构对声景观质量和多样性具有更重要作用。 这种关系可以用

于景观规划以及衡量管理策略对生物多样性的进展和影响。 本研究在发展低成本城市生态系统资源评估，和
低侵入性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能够指导相关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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